
教育的幸福效应：方向·
力度·速度·跨度



傅红春１　 黄芝华２

（１．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２００２４１；２．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福州，３５０３００）

　 　 摘　 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幸福是人的所有活动的根本目的。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活动，
它对于幸福的效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微观上，具体到某个个体的某次教育行为（教育活动、教育投资

等），其幸福效应该如何测定？有没有效应？有效应的话，是正是负，还是正负并存？在正负并存的情况下，是正

强负弱还是正弱负强，是正快负慢还是正慢负快，是正长负短还是正短负长？如果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宏观视野，

教育幸福效应的衡量问题会更为复杂。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看，可以把握的是，教育对于幸福，正

效应是主要的（正强负弱、正长负短）。这是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今天，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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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幸福是人的所有活动的根本目的。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活动，

它对于幸福，首先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效应。如果有效应，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效应的方向是正是负？

效应的力度是强是弱？效应的速度是快是慢？效应的跨度是长是短？等等。从广义上说，人的一生都

是或主动或被动接受教育的过程。从教育的形式来说，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从教育的阶

段来说，在正规的小教、中教、高教（包括专科和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之前，有胎教、幼教；之后，有

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与中教、高教并行的有各种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

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幸福的效应。

一　 效应的有无

应该说，教育对于幸福，肯定是有效应的（傅红春，２００６）。邢占军（２０１５）的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
越高，居民幸福感越强。其将样本按受教育程度不同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

组。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幸福感总分和其中的 ９个维度得分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
上升的趋势；只有社会信心体验的得分呈相反的趋势，但不同受教育程度组的社会信心体验得分均在

７２分以上，处于较高水平。
问题在于，教育对于幸福，既可能有正效应，也可能有负效应。正负效应有可能同时发生，当正负效

应相等（相互抵消）时，就会给人以教育对幸福没有效应的感觉。

（一）无效应

直接否定教育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结论并不多见，这种结论多在一些描述性的文章中出现，如美国心

理学家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２００２：２６６—２６７）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Ｈ＝Ｓ＋Ｃ＋Ｖ。式中：Ｈ为总幸福指数；Ｓ 为先天
的遗传素质；Ｃ为后天的环境；Ｖ为个人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他指出，学历高的受教育者并不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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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教育的人更加幸福。

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的 ＨＰＩ报告（２００６）指出：当采用最优拟合模型对来自 ＷＶＳ 等的数据进行分析
时，发现包含教育在内的（另如人均 ＧＤＰ、平均寿命以及该国家是否在赤道上等）因素，对生活满足度的
影响不显著。①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７）在他所做的综述中回顾了 ＳＷＢ（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领域中的发展，给出了关于幸福
感研究的相关结论，认为幸福的人应该是：“年轻、身体健康、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较高、性格外倾、乐

观豁达、无忧无虑、有宗教信仰的已婚者，具有高度的自信和工作热情、适度的欲望，既可以是男性也可

以是女性，智商较高。”在 Ｗｉｌｓｏｎ的研究之后，他的许多结论被推翻。如 Ｄｉｅｎｅｒ（１９８４）认为，年轻和适度
的欲望不再被认为是获得 ＳＷＢ的先决条件，人口统计学因素中的教育程度也不再被认为是重要的。后
来的学者更多地把研究精力放在性格特征、适应力、人生目标以及应变能力等，将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

结合起来考虑，以期得出构成幸福感的基础和影响幸福感的方式途径，这部分学者已经不再把教育因素

列入研究范围（Ｄｉ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二）有效应

然而相对于否定观点，更多的学者则肯定教育对幸福的效应。

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第一》）这里的“学”和“习”指教育过程，应该包

括施教者和受教者。“说”指内心满足，也就是幸福。孔子曾多次论述在教育的过程中感受幸福，如：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以及“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

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孟子》中指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

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其中的第三乐，就是讲教育给施教者带来

幸福。孟子还提出过“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即后人所称的“由博返约”。

老子主张要“以内乐外”而不要“以外乐内”（《文子·卷三·九守》），也就是说人通过思维得来的

快乐要高于外界刺激感官的快乐。朱熹认为大学教育，始于读书，终于修身，这叫做“下学上达”（《四书

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朱熹还继承了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论语·颜渊第十二》）的

思想。由此，我们可以从古人在学习教育中所获得的精神享受和道德情操的陶冶，来看出他们关于教育

对幸福积极影响的肯定。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教育学专著《学记》，这样描述教育的益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第

十八》）　
古人曾阐明教育结果对人会产生好的影响，如孔子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

罕第九》）。《劝学》里说道：“是故木从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如日参己焉，故知明则行无过。”

（《大戴礼记·劝学第六十四》）汉代扬雄称：“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

否则邪。”（《法言·卷一·学行》）

古人还曾提及美育会给人的心灵带来舒畅愉悦，如荀况在《乐论》所讲的：“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

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第二十》）

二　 效应方向的正负

在上一节的“有效应”小节中，我们知道了教育对于幸福具有正效应。还有可能存在的状态是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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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并存和只有负效应。其实教育对幸福是产生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似乎不是一件确定的事，这取决于

很多因子。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情况，都会有差异。所以，更合理地说，正负效应在很多时候应该是并

存的，当正负效应有大小差异时，我们便感知到强的那种效应。

教育对幸福的正效应比较容易理解，但教育对幸福也确实会有负效应。基督教的伊甸园里，“智慧

果”是“禁果”，这个我们先不去管它。在世俗的生活中，教育对幸福的负效应还表现在：首先，求知的过

程不一定令所有人幸福，有些人的天性喜欢钻研，沉浸于书本的海洋，而有些人则是宁愿干苦累的体力

活（当然也不能说体力活就一定不是教育）也不愿捧着书本，那么以读书为重要内容和手段的正规学校

教育，对后一类人无疑是痛苦的。其次，教育的结果不一定令人幸福。一些不成功的教育，造就了高智

商但品德低劣的人，这些人学成后可能成为高科技的犯罪分子，如信用卡盗刷者、恐怖分子等，他们的行

为对社会是一种极大的危害，也许他们本人觉得幸福，但这种幸福是一种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幸福，

是一种不健康的幸福。

（一）正效应

除了前面提到中国先哲对教育幸福效应的论述外，西方历史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学者对教育与

幸福的关系进行了探究，而且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了对教育进行分类的意识，并分别论述其对人生幸福

的影响。

苏格拉底主张首先要培养人的美德，教人学会做人，成为有德行的人。“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

伦理学的最重要的命题，也可以说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人的行为之善恶，主要取决于

是否具有相关的知识。人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避恶。从“美德即知识”的观点出发，

苏格拉底提出“德行可教”的主张，要教人学习广博而实用的知识。他把幸福和智慧联系在一起，认为

幸福是由智慧和知识决定的，“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

识”。他主张教人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身体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对体力活动和思维活动都是

十分重要的。而健康的身体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锻炼才能使人身体强壮（罗素，中译本，１９８１：１２８）。
可以说这是现在所知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提及德育、智育和体育与幸福人生的关系。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提出善的生活应该是一种混合的生活，是一种理性与感性、快乐与智慧混

合的生活，是“蜜泉”加“清凉剂”的生活。他说，生活中有两道泉在我们心中涌流着，一道是快乐，可以

比作“蜜泉”，另一道是智慧，可以比作“清凉剂”，我们必须设法将这两种东西配成可口的合剂（曹孚，

１９７９：２２）。他所指的“善的生活”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幸福的生活。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与发展了其先师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幸福即是某种德性”，“幸福

即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的获得虽然可以通过自身修养去实现，但在帮助人获得真正的人生

目的、获得幸福人生所必须的创造性和道德法则上，教育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理性灵魂的生活在于

沉思，也就是在于纯理论的、思辨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一切美德中最美好的。因此，理性活动的生活既是

善的行为，也是善的本质。它构成了最高的美德，也是最大的幸福。这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也是教育最

高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哪些人的思辨能力越强，那些人所享有的

幸福也就越大。”（亚里士多德，中译本，２００３：２２３—２２４）而思辨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教育，这不难看出智
育对幸福的享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此之后，又有不少学者着重从“在教育中所获得的智慧创造了幸福”这一角度进行了论述。如薄

伽丘在《十日谈》（中译本，１９９４：３３）中指出：“愚蠢往往使人们从幸福的境界堕入苦痛万分的深渊；而聪
明人却往往能凭着智慧，安然渡过险境，走上康庄大道。”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乌托

邦》（中译本，１９９８：９０；９２）中把多种多样的快乐分为精神上和身体上这两类，他写道：“快乐有各种各
样，有的属于精神方面，有的属于身体方面。精神方面有智力以及从默察真理所获得的喜悦……尤其重

视精神的快乐，认为这是主要的，根本的。”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 １６３２ 年发表的被看做是教育学形成标志的《大教学论》（中译本，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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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７４）一书中再次强调德育、智育和体育对人生幸福的重要意义。该书指出，人的本身无非是一种和
谐而已，人在身心各方面都存在着和谐发展的因素，教育就是要使这种因素真正得以发展。教育的目

的，就是要从知识、道德（包括虔信）、身体和艺术等方面去发展人。正因为这种发展是多方面的、和谐

的，所以《大教学论》又称这种教育为“周全的教育”。书中要求通过教育给“一切人”以“一切事物”的

知识，使其“知道自己并知万物”；要求借助于教育使人的“心理变高贵”，从而能够“管束万物和自己”；

要求借助于教育使人“饮食有节制，身体有运动”，并能很好安排工作和休息，保持健康精壮，从而延长

生命，求取更多知识；要求通过艺术教育，发展人的表现的首创精神，培养艺术才能；并要求通过教育加

深对上帝的虔信。

随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论著《教育漫话》（中译本，１９９８）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将教育正式地分为健
康教育、道德教育、知识与技能教育三部分，并分别详细论述了各自对儿童成长、人生幸福的积极贡献。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在他的《教育论》（中译本，１９６２：３０）中也将教育分为智育、德育和体育，并着重
强调了美育对精神愉悦的重要意义：“没有油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美感，人生

乐趣会失掉一半。”

美育对人生幸福的积极影响在卢梭的《爱弥尔》（中译本，１９７８：４１２）中也有提及：“剥夺了我们心中
对美的爱，也就剥夺了人生的乐趣。美不仅包括自然之美、科学之美、情感之美、艺术之美，美还包括生

活之美、人的行为之美、心灵之美。”为了培养这种高层次的审美趣味，为了能在各种美的事物、情境面

前深切地体验到心灵的震撼与激荡，那就需要教育来培养人们的品位。

与中国历史上的学者一样，西方也有不少学者阐释了接受教育、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个享受幸福的

过程。如作为进化论的先驱者的拉马克①表示，追求科学知识“能给我们拣出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乐

趣，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拉马克的一生经常处于贫穷中，但他一心科研，写出的《法

国植物志》、《动物学哲学》和《无脊椎动物的自然历史》等科学著作使他永垂青史，他也从中获得最温

暖、最纯洁的乐趣。

英国政治哲学家葛德文（中译本，第一卷，１９８０：２０６）则更细致地道出了在教育中获得的知识是如
何促进我们的幸福的：“知识以两种方式增进我们的幸福：第一，它给我们开辟了享乐的新的源泉；其

次，它给我们提供选择一切其他乐趣的线索。”

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则直接对两者关系作了肯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不能

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而牺牲这种幸福，这一点当然是毋需置疑的”（郑文樾，１９９１：２１３）。
爱因斯坦也认同在教育、获取知识这一过程中感受幸福。爱因斯坦曾说过：“在学习和追求真与美

的领域里，我们可以永葆赤子之心。”他还说：“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

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的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

满足。”（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中译本，１９８４：７３）
（二）负效应

虽然肯定教育对幸福的积极影响的学者占了大多数，但仍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教育对幸福的影响是消极

的，并且他们还给出了大量的经验性数据。如在由路德·魏荷文教授创立的“世界幸福数据库”②中的教育与

幸福关系子库下，大部分的研究表明教育对幸福是有正效应的，但仍有少量调查的结果显示了显著的负

效应：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即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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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拉马克（Ｌａｍａｒｃｋ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ｄｅ，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法国生物学家，科学院院士，较早期的进化论者之一。１８０９年他发表了《动物学
哲学》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其进化理论，即通常所称的拉马克学说。他的生物进化理论，推动了动物学以及整个生物学的发展，为达尔文

学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科学的生物进化论奠定了基础。

该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在 ２００３年就已经有大约 ３ ０００个经验性的调查结论，并且研究规模正在呈几何级数增
长。在该数据库中有专门研究教育与幸福关系的子库，里面的数据来自世界各地，且时间跨度相当大。

详见 ｈｔｔｐ：／ ／ ｗｏｒｌ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ｅｕｒ．ｎｌ ／ ｈａｐ＿ｃｏｒ ／ ｔｏｐ＿ｓｕｂ．ｐｈｐ？ｃｏｄｅ＝Ｅ１。



者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升了预期水平，而主观幸福感是建立在现实结果与主观预期的差距

基础上的。受教育越多，人们产生的过高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则越大。

可以看出，对于教育对幸福的这种负效应，很多学者是从高期望的角度来解释的。与“高期望”有

异曲同工之妙的解释，还有一段时间流行的“教育过度”的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美国许多大

学毕业生挣的钱要比他们期望的少。据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育过度是很普遍的现象，并且还

将继续存在下去（Ｒｕｍｂｅｒｇｅ，１９８１）。教育过度造成教育与从事工作不匹配的情况普遍发生，尤其存在
于高学历者中。教育与工作之间的不匹配会产生大量的成本，可能是劳动者无法满足工作的要求，或是

劳动者本身的技能无施展的机会，这类劳动者的工资明显较低（Ｂｅｎｄｅｒ ＆ Ｈｅｙｗｏｏｄ，２００９）。比如，大学
毕业生总是希望得到“好”的工作，但他们同样会发现受雇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这种期望的破灭，将足

以抵消在其他方面获得的许多收益。因此，如今许多受过教育的就业者很难与传统的劳动—工资制度

相融合，失落感也较大（阿特金森，中译本，１９９１：５４）。
这种期望与现实的落差所产生的负效应还不止于此。人们经常会认为，不安分的学生可能扰乱社

会秩序。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其突出。在发展中国家，失业的文化人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并且

形成一种轻视体力劳动的价值观念。这就引出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工人的流动、旷工、破坏机器、罢工、

消极怠工、吸毒和酗酒等等（Ｃａｒｎｏｙ ＆ Ｌｅｖｉｎ，１９７６：１１）。
还有学者认为学校教育充满等级色彩，因为通常只有那些中产阶级及以上阶级的子女能成为学校

的活跃分子，这些出身较好的孩子比那些家境较差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入学机会，也更容易在教育中获得

成就感。相比之下，那些家庭出身较差的孩子更容易中途辍学，导致之后的一生都背上了失败者的烙

印。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并不断地拉大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Ｂｅｈｒｍａｎａｎｄ Ｓｔａｃｅｙ，１９９７）。
（三）正负效应并存

教育对幸福有正负效应，是因为人既可以受惠于亦可受制于教育。人的不幸就在于想使自己变成

非人或他人，就在于违背自己的本性。卢梭早就批评过：教育的问题是“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

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爱弥尔》上卷）。刘次林（２００５：前言第 ３ 页）指出，
好的教育是肯定人的本性、为人幸福、使人幸福的教育，但不好的教育就成了许多人不幸的主要根源。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正负效应可能是分两个阶段来产生，很多孩子成年后，因他们所取得的成功而感

谢他们的父母和师长，他们觉得正是幼年的不幸造就了今日的成功。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将会或者希

望带给他们的下一代新一轮的不幸（Ｎｏｄ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３：１）。

三　 效应力度的强弱

教育对幸福的效应，其力度有多大呢？这是研究者关注较为集中的问题之一。

（一）弱效应

Ｗｉｔｔｅｒ等人（１９８４）运用多元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教育能解释成年人幸福的 １％—３％。这种影响对
女性和年长者会更强，而在种族之间则没有差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这种关系的强度并未明显改变。

然而当职业地位而不是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时，教育对主观幸福的影响会减弱。总之，教育对成人主观幸

福度的影响不是太大但却是积极的。

据英国著名的幸福指数研究机构莫里（ＭＯＲＩ）①的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多次调查的结果：当问及是
什么让人感到快乐和不快乐的时候，回答中健康的占比最大，为 ５９％；其后依次是家庭生活（４１％）、婚
姻状况（３５％）、工作和就业（３１％）、收入和财务状况（２５％）、住房条件（９％）和接受的教育（７％）。这里
的 ７％是所有排名中最低的，但似乎不能表明教育的影响就一定很低，可能是因为英国作为一个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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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已较好解决了教育、住房等问题，教育引起人们关注的程度当然也就比较低（刘伟、蔡志洲，２００５）。
罗楚亮（２００６）使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于 ２００２ 年对全国城镇居民所做的

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其主观幸福感越

强、不幸福感越弱。但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引起的。

一旦对收入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他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者的主观幸福感越弱、不幸福感越强。这一现象

很可能是由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受教育程度者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工作强度的差异造成的。

（二）强效应

Ｋｅｓｓｌｅｒ等人（１９８７）对 ８次调查中所抽取的 １．６万名被试者进行分析后发现，对美国妇女来说，教育
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比收入和职业的预测作用更大；而对男性来说，收入的预测作用更大。他们还发

现，教育的预测作用在欧洲和日本都比较微弱，而在其他国家如韩国、墨西哥、前南斯拉夫、菲律宾、尼日

利亚等却更明显。这表明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国家的财富，即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在更贫穷

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路易吉诺·布鲁尼等（中译本，２００７：１０９—１２９）通过使用德国社会经济研究院的社会经济面板数
据（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ＧＳＯＥＰ）中 １９９２年和 １９９７年的两组数据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结
果表明拥有较长教育年限的人比那些教育年限较短的人有更高的满意度（弹性系数分别为 ０．１１５ 和
０．２１３，Ｔ值检验均显著）。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３，转引自路易吉诺·布鲁尼等，中译本，２００７：２９—５７）通过对由 ＧＳＳ 提供的、反映几
组同批人在 １９７２—２０００年这 ２８年间各组表现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当用“受教育程度”代替“收入水
平”来观察其与满足度的关系时，生命周期数据揭示教育和满足度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在某一生命

跨度中，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其满足度也相对较高。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满足度随着一生

中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而改变。在所观测的受过教育的两组人中，如果满足度的变化与他们的收入变化

轨迹一致，则这两组人的满足度将会增加，其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自然增加得多一些，满足度的不同取

决于人们教育水平的差异。

英国分析社会心理学家 Ａｄｒｉａｎ Ｇ．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７）汇集了一百多项研究成果，并对 ８万多名不同国籍的
民众发出问卷进行了调查，最后将全球 １７８个国家与地区依“生活满意度排行”排序，且制作成一幅“世
界幸福地图”；他指出最能影响幸福感的要素是健康（相关系数 ０．６２），其后才是财富（人均 ＧＤＰ，相关系
数 ０．５２）与教育（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相关系数 ０．５１）。他认为：“当受访者被问到是否生活得快乐时，
那些居住在医疗福利好、国民生产总值高和教育普及的国家及地区的人士，一般都会回答觉得快乐。”

四　 效应速度的快慢及其跨度的长短

教育对幸福的效应是否存在时滞？其效应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速度的快慢

西奥多·Ｗ．舒尔茨（中译本，１９８２）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认为，教育既是投资，又是消费。说
教育是投资，是因为它能够生产出高级的产品，并在将来取得收益；说教育是消费，是因为它现在就给人

以满足（西奥多·Ｗ．舒尔茨，中译本，１９９０：１７）。由此不难看出，当教育作为消费时它的效应是立刻产
生的，而作为投资时则存在一定的时滞。

加里·Ｓ．贝克尔（中译本，１９８７：６；１０２）也认为，教育投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影
响未来福利的投资，另一种是主要影响现在福利的投资。在毕业之后第三年、第四年以及后几年，上大

学者的收入会比前几年更多些。

其实时滞是很好理解的，正如我们在中学学习语法时，也许不会把它看作是教育的收益，但若干年

后当我们在工作中需要用到在学校获得的此类知识来撰写报告时，才可能认识到这门课程的极大价值。

教育的多数收益是完成学业后很长时间才能体现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受教育期间或刚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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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得到的收益，就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根据教育程度高或受过良好教育者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收

入来评价教育收益，可能就会认为不存在，因为教育程度较低或受过质量不高教育的人们，也许会有更

高的收入。这方面最生动的事例，是将中学毕业生工作 ４ 年后的工资与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的工
资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果（Ｍａｒｔｉｎ Ｃａｒｎｏｙ，中译本，２０００：１４５）。

（二）跨度的长短

教育的幸福效应是否持久，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由教育带来的收益，不同于由非教育的

其他东西带来的收益，它具有许多特殊性。比如，它往往能持续许多年，而由冰淇淋、游览动物园等的消

费带来的满足，通常是不能持久的（西奥多·Ｗ．舒尔茨，中译本，１９８２）。
教育还有这样一种功能，可以使人们对究竟从事何种活动的选择余地变得更大。高等院校的特征

之一，是拥有从射箭协会到动物协会的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和社团。通过参加这些业余活动，使得学生有

可能养成某些方面的兴趣，而这些爱好将会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使受教育者感到其乐无穷（Ｐｅａｃｏｃｋ ＆
Ｗｉｓｅｍａｎ，１９６６）。奚恺元（２００４：３５）指出，心理学上有一个适应性效应，人对物质的东西适应性尤其强，
而对精神的东西不太容易感到厌倦，所以由教育所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艺术品位等对人们幸福的效应

持续时间就较长。

此外，还应考虑到一代以后才能感受到的潜在的教育收益。所谓教育的世代影响主要是指一个人的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他完成一定水平教育的可能性就越大。世代效应就是由父母受教育的增量所

引起的一个人受教育的增量。当后代得到这种收益，无论是对后代本人还是其父母都有促进幸福的效应。

罗宾斯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如果父亲受教育的时间持续到 １８岁或 １８岁以后，那么他的子女进入
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为 ３２％；如果父亲在 １６岁以前就离开了学校，那么他的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
能性只有 ２％。母亲所受的教育与她的子女所受的教育之间的关系，与此相类似（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６４：２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９７６）曾经列举了许多研究实例来证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对子女的关心也较多，也许是这些父
母更着眼于未来，愿意在现在多花费一些时间，以便使孩子在将来获得收益。

五　 基 本 结 论

教育对于幸福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

正效应，首先表现在教育对幸福的直接作用：第一，很多时候，接受教育、享受教育，本身就是幸福；

第二，良好的教育对于正确的幸福观的生成，有积极的导引。其次表现在教育对幸福的间接的作用：教

育对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进。幸福是一种主观感觉，但幸福绝不是虚无缥缈的空幻自

慰，而是以生产力的充分发达、经济社会的完全发展为基础、为支撑的。

负效应，则有以下表现：一方面，是教育对于幸福标准的拔高效应。教育对幸福观的生成有导引作

用，这种导引作用有时候是积极的，但也有时候是消极的。受教育越多，眼界开了，比较的参照标准提高

了，有可能对自己的境况就不满意了。另一方面，是教育成本对幸福指数所包含的其他子项的挤占效

应。影响幸福指数的子项很多，单说需要有较大经费开支的就有住房、交通、医疗等。投入到教育的成

本越多，自然就要相应减少投入到其他子项的开支。

再考虑效应的力度强弱、速度快慢、跨度长短，教育的幸福效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具体

到某个微观个体的某次教育行为（教育活动、教育投资等），其幸福效应该如何测定？有没有效应？有

效应的话，是正是负还是正负并存？在正负并存的情况下，是正强负弱还是正弱负强，是正快负慢还是

正慢负快，是正长负短还是正短负长？

如果拓展到整个社会的宏观视野，对教育的幸福效应的衡量问题会更为复杂。但从整个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结果看，我们可以把握的是，教育对于幸福，正效应是主要的（正强负弱、正长负短）。这是

我们在追求实现“中国梦”的今天，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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